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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研究的范式沿革及其理论价值* 

刘传军 1,2,3  廖江群 3 

(1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2 四川大学心理所, 成都 610065) 

(3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通过评述道德困境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 系统阐释了经典两难法、加工分离法、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的优缺点和理论价值。后来的研究范式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研究范式的局限。加工分离法克服了

经典两难法的加工纯粹性假设等局限, CNI 模型法在加工分离法基础上进一步分离了道德困境决策的多种心

理过程, CAN 算法则修正了 CNI 模型法的序列加工的不恰当预设。研究范式的沿革启示研究者综合应用新方

法来解决研究争议和重新审视以往道德理论, 合理应用新方法来探索其他具有潜在冲突性的研究议题。总之, 

本文为道德困境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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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到来, 道德困境问题再

次引起热议。以往那些假设困境在现实中发生的

可能性并不高, 但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 则将道

德困境问题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Bonnefon 

et al., 2016; Greene, 2016; Young & Monroe, 

2019)。当无人车在行驶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时, 

如果按原定路线直接开过去将撞死 5 个甚至更多

行人, 如果通过改变方向撞向路牙则会牺牲掉汽

车及其乘客(人数相比行人更少)。在这种紧急情况

之下, 无人车应该如何反应？近期研究发现 , 人

们倾向于将无人车的程序设置为牺牲掉汽车及其

乘客, 但并不愿意乘坐或购买这样的汽车(Greene, 

2016; Young & Monroe, 2019)。 

与无人驾驶类似的两难困境, 最早出现在道

德领域。1967 年 , 福特提出了著名的电车难题

(Foot, 1967), 标志着道德困境研究范式的形成。

大约 10 年后, 汤姆森又提出了另一个经典道德困

境——天桥难题(Thomson, 1976)。电车难题中,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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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如果选择扳道岔, 则会牺牲一个无辜者并拯

救 5 个人, 但如果不扳则会牺牲 5 个人。天桥难

题中, 决策者如果从天桥上推倒一个体型硕大的

陌生人来阻挡失控的电车, 则会牺牲这个陌生人

并拯救 5 个人, 但如果不推则会牺牲 5 个人。对

于牺牲 1 人(或少数人)而拯救 5 人(或多数人)的功

利性提议, 表示赞同则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道德

判断, 因为这种判断是基于结果最大化来考虑的, 

符合最大化人类福祉的功利主义原则 (Bentham, 

1996; Mill, 1872); 而表示拒绝则被认为是义务论

的道德判断, 因为这种判断源于行为本身是否符

合道德规范, 反映了符合义务论原则对行为规范

合理性的内在要求(Kant & Gregor, 1997)。 

电车难题中无辜者的死亡是由电车直接导致

而非决策者亲手造成, 因此被称为非个人道德困

境(impersonal dilemma)。相反, 天桥难题中, 无辜

者的死亡是由于决策者直接推倒从而亲手造成其

死亡, 因此被称为个人道德困境(personal dilemma)。

这两类困境在后续的道德研究中被奉为经典, 许

多研究探讨了这两种困境及其变式中人们的决策

偏好及其成因与后果(Fumagalli et al., 2010; Gold 

et al., 2014; Graham et al., 2016; Greene et al., 200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比如有研究者发现男

性在个人道德两难中更加功利主义, 但在非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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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两难中无此性别差异(Fumagalli et al., 2010)。 

随着研究推进, 许多道德困境及其变式被开

发出来, 研究者所使用的情境材料各异, 缺乏标

准化的研究方法(Christensen & Gomila, 2012)。厘

清道德困境研究中的实证方法论范式对于道德困

境以及类似的社会困境的研究 , 均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将对目前主流使用的经典两难法、加工

分离法、CNI (Consequence, Norm and generalized 

Inaction preference, CNI)模型法以及新近的 CAN 

(Consequence sensitivity, overall Action/inaction 

preferences and Norm sensitivity, CAN)算法进行

综合分析并论述其方法学价值。 

2  经典两难法 

经典两难法主要是指电车难题、天桥难题及

其变式, 通常呈现一个假定情境, 在这个情境中

需要牺牲 1 个(或少数)无辜者来拯救 5 个人(或多

数人), 决策者被提问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

以及是否愿意执行这样的行为提议等。研究者运

用经典两难法来研究普通人的道德判断, 并提出

了著名的道德双加工理论。心理学家 Greene 在早

期研究中与道德哲学家 Haidt 一起, 使用经典两

难法研究发现, 情绪在影响道德判断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 特别是对个体的义务论倾向具有预测力

(Greene & Haidt, 2002; Greene et al., 2001)。而后

来, 他也发现理性思考对道德判断同样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对功利主义倾向具有预测力

(Greene, 2007; Greene et al., 2008)。于是, Greene 提

出了道德双加工理论(Greene, 2009), 对道德研究

起着深远影响, 后续许多研究都在该理论框架下展

开(Gubbins & Byrne, 2014; Lucas & Livingston, 2014; 

Patil et al., 2021; Skulmowski et al., 2014; Youssef et 

al., 2012; 喻丰 等, 2011)。 

后续的实证研究广泛使用了经典两难法, 并

使用道德双加工理论来解释研究发现。但是, 这

些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合常理、分歧甚至矛盾的

结果。首先, 在功利主义反应倾向方面, 有研究发

现决策者的精神病性、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生活无

意义感越强, 其赞成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的

倾向更高(Bartels & Pizarro, 2011), 特别是精神病

性越强, 其赞成功利性提议的概率越高, 在后续

研究中多次被证实 (Seara-Cardoso et al., 2013; 

Tassy et al., 2013; Yu & Tang, 2013)。对行为结果

的利弊权衡一直被认为是道德理性的表现, 而这

却与精神病性具有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相较于

常人, 精神病性越强或者精神病人更加理性和关

心人类福祉的最大化, 或者更加理性和关心最大

化人类福祉的人可能会有更强的精神病性倾向 , 

这在理论和常识上都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 义务论反应倾向方面, 道德厌恶与义

务论倾向的正相关关系也被许多研究所讨论

(Chapman & Anderson, 2013; Haidt et al., 1997; 

Pizarro et al., 2011)。这类研究多认为, 厌恶刺激

唤起决策者对道德规范违背行为的厌恶感, 特别

是厌恶那些违背道德纯洁性的行为, 从而驱动更

严厉的道德标准, 做出更义务论的道德判断(Haidt 

et al., 1997; Rozin et al., 1999; Wagemans et al., 

2018)。另一方面, 积极情绪则可以抵消一定的厌

恶感, 从而减少义务论反应或增加功利主义反应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但也有研究指出快

乐 (Mirth)与升华感 (Elevation)两种积极情绪 , 其

作用完全不同, 前者会降低义务论倾向, 而后者

会增强义务论倾向(Strohminger et al., 2011)。因此, 

情绪与义务论倾向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 在经典

两难法的方法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 

再次, 认知加工上的直觉/理性加工过程与行

为反应上的义务论 /功利主义反应是否是严格对

应的关系？从心理模型理论角度来看, 直觉功利

主义是可能存在的(Bucciarelli, 2015), 近期研究

使用二次回答范式也发现个体在直觉上可能就是

功利主义的(Bago & de Neys, 2019a, 2019b), 个体

在直觉加工状态下进行判断和在理性加工状态下

进行再次判断, 其功利主义判断结果总体上没有

变化。并且, 认知反省测试与功利主义反应之间

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oyzman et al., 2015)。

因此 , 直觉/理性加工与义务论/功利主义反应之

间的对应关系也需要重新检验。甚至有批评者认

为, 在两难框架下, 所谓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并

不能反映人们对最大化结果的关注, 并进一步质

疑经典两难法在揭示人们的道德决策规律方面的

有效性(Kahane et al., 2015)。 

经典两难法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它的加工纯粹性

假设, 它将决策者接受功利性提议与受到功利主义

原则驱动划等号, 而将决策者不接受功利性提议

与受到义务论原则驱动划等号。这使得义务论和功

利主义原则严格对立, 互不相容, 功利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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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 义务论倾向就会越弱, 反之亦然。这与人们

的常识不符, 也与最近的研究发现相违背。常识

上, 面对一个道德选择时, 人们完全有可能同时

综合考虑行为背后的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将会造成

的道德后果。近期神经研究证据也表明, 在道德

决策过程中, 前扣带回、脑岛和颞上回与情感评

估相关, 颞顶联合区和背内侧前额叶皮质与功利

评估相关, 而整体道德价值判断则表征在腹内侧

前额皮质的前部; 至关重要的是, 这 3 组区域之

间的反应和功能互动模式表明, 情感和功利评估

是独立并行计算的, 并传递到腹内侧前额叶皮质, 

在那里, 它们被整合成一个整体的道德价值判断

(Hutcherson et al., 2015)。这意味着, 功利主义和义

务论反应倾向完全可以是相互独立, 并行不悖的。 

经典两难法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无法量化决

策者在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反应倾向程度上的差

异。当这两种倾向程度相差很大时, 决策者立马

就可以做出判断, 而当这两种倾向程度相差很小

时, 决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可能也做出了相

同的判断。特别是在二元选择的情况下, 决策要

么接受功利性提议要么不接受, 这种反应倾向的程

度差异无法得到体现(Conway & Gawronski, 2013)。 

经典两难法的第三个局限性在于其解释的模

糊性(Gawronski & Beer, 2017)。该方法将功利主

义原则与义务论原则严格对立, 功利主义反应增

多时(比如在类似电车难题中, 选择赞成功利性提

议的概率增加时)既可以解释为功利主义倾向强

化的结果, 也可以解释为义务论倾向弱化的结果, 

因此, 在解释上存在模糊性。此外, 决策者赞成功

利性提议 , 既可能是功利主义原则驱动的结果 , 

也可能只是一般性接受提议偏好的结果(比如电

车难题中 , 决策者根本不管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 

也不管是否结果有利, 只是一般性地偏好接受行

为提议)。同理, 拒绝功利性提议, 既可能是义务

论原则驱动的结果, 也可能是偏好一般性不接受

行为提议的结果。 

为了解决前两个局限性, 研究者提出了加工

分离法(Process Dissociation, PD), 而为了解决前

述所有局限性, 发展出了 CNI 模型法(Gawronski 

et al., 2017)和 CAN 算法(Liu & Liao, 2021)。 

3  加工分离法 

加工分离法是 Conway 和 Gawronski (2013)

从记忆研究中的加工分离程序(process dissociation 

procedure, Jacoby, 1991)发展出来的。Jacoby 最早

使用 PD 方法来分离记忆成绩当中的回忆成分和

基于熟悉性猜测的成分。这种方法并非内容特异

性的, 可以应用在许多领域当中(Hütter & Klauer, 

2016)。Conway 和 Gawronski 第一次将它引入道

德心理学的研究中以区分功利主义原则和义务论

原则的驱动程度。 

加工分离法实质上是操控行为提议所造成结

果的利弊情况, 当结果利大于弊时与牺牲性提议

构成不一致情境, 即虽然行为结果利大于弊但行

为本身不符合道德规范, 功利主义原则要求决策

者接受该提议而义务论原则要求决策者拒绝该提

议; 而当结果弊大于利时则与伤害性提议构成一

致情境, 即行为结果弊大于利并且行为本身不符

合道德规范, 功利主义原则和义务论原则均要求

决策者拒绝该提议。其原理如图 1 所示, 不一致

情境类似于经典两难情境, 如前述的电车难题和

天桥难题; 一致情境将同一情境中行为提议所造

成结果调整为弊大于利, 比如电车难题中, 失控

的电车在原来轨道上行进只会轧死 1 名工人, 若

扳动道岔使其转入另一车道则会轧死 5 名工人, 

此时无论是受功利主义原则还是义务论原则驱动, 

这种伤害都是不可接受的 ; 但若二者均未驱动 , 

则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伤害也是可接受的。 

在计算原理上, 加工分离法使用了多个情境, 

每个情境均通过调整行为结果的利弊关系形成一

致和不一致情境两个变式, 以决策加工树的形式

呈现出来。然后, 通过计算决策者在一致情境和

不一致情境中的选择伤害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概

率来计算其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倾向程度。因为一

致情境和不一致情境条件下均有多个情境故事 , 

因此, 可以分别计算出决策者在两种条件下选择

接受与不接受的反应概率。然后, 使用这种反应

概率推算出功利主义原则驱动程度与义务论原则

驱动程度, 具体计算如下： 

p (伤害不可接受|一致情境) =  

U + (1 − U) × D (1) 

p (伤害可接受|一致情境) =  

(1 − U) × (1 − D) (2) 

p (伤害不可接受|不一致情境) =  

(1 − U) × 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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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加工分离法所使用的决策加工树图解, 其中 U 为 Utilitarianism 的缩写, 代表功利主义原则驱动程度; D 为

Deontology 的缩写, 代表义务论原则的驱动程度。 

资料来源：Conway & Gawronski (2013)。 

 

p (伤害可接受|不一致情境) =  

U + (1 − U) × (1 − D) (4) 

(1)~(4)等式左侧是决策者在一致和不一致情

境下接受和不接受行为提议的概率, 可以从决策

者的决策结果直接计算出来。比如, 如果在不一

致情境下有 8 个情境故事, 决策者在其中的 6 个

故事中选择接受, 那么, p (伤害可接受|不一致情

境) = 0.75, 而 p (伤害不可接受|不一致情境) = 

0.25。同理, 也可以计算出一致情境下决策者接受

和不接受行为提议的概率。然后使用等式(1)~(4)

计算出 U 和 D 的值, 比如, 通过等式(4)减去等式

(2), 或者通过等式(1)减去等式(3)可以得到： 

U = p (伤害可接受|不一致情境) − p (伤害可

接受|一致情境) 

或 

U = p (伤害不可接受|一致情境) − p (伤害不

可接受|不一致情境) 

计算出 U 的值之后, 再结合等式(1)~(4)当中

的任何一个等式即可计算出 D 的值。 

加工分离法相对于经典两难法, 在理论和方

法上均往前推进了一步, 在经典两难法的单类型

情境基础上扩展到双类型情境, 其理论价值主要

在于： 

首先, 加工分离法破除了经典两难法中功利

主义反应(即接受功利性的行为提议)与受功利主

义原则驱动和义务论反应(即拒绝功利性的行为

提议)与受义务论原则驱动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如此一来, 人们在做出某个选择时, 其背后的功

利主义倾向与义务论倾向便都可以得到测量, 而

并非互斥关系。 

其次, 加工分离法引入一致性情境作为参照, 

从而将功利主义原则和义务论原则都没有驱动行

为反应的情形分离出来, 即图 1 最下面一行的情

形。而这种情形在经典两难法中一直与功利主义

倾向的表现相混淆。 

Conway 和 Gawronski 在开发这一方法的同时, 

进行了 3 个实证研究, 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道德

双加工理论(Conway & Gawronski, 2013)。他们发

现, 义务论倾向的确根植于对伤害行为的情绪反

应, 在共情关心和观点采择上的个体差异与反应

义务论倾向的 D 参数相关, 但与反应功利主义倾

向的 U 参数不相关, 强化共情关心也只会影响 D

参数而不影响 U 参数; 认知需求的个体差异则与

U 参数相关, 与 D 参数不相关, 认知负荷的操控

也只会选择性地影响 U 参数而并不影响 D 参数。 

加工分离法对于在经典两难法研究中所得出

的许多不一致的结论都给出了更多参考。比如 , 

有研究使用经典两难法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加功利

主义, 这在经典两难法视域下既可能是因为男性

的功利主义倾向更强也可能是义务论倾向更弱 , 

而使用加工分离法则综合表明, 女性比男性的义

务论倾向高, 男性比女性的功利主义倾向高, 但

前者涉及中等程度差别, 而后者涉及差别较小。

这说明道德两难问题上的性别差异主要是因为对

伤害的情绪反应差异而不是对结果的认知评价差

异所导致的(Friesdorf et al., 2015)。又如, 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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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牺牲性判断所反应的是反社会性而并非真正

的功利主义(Kahane et al., 2015), 而使用加工分

离法则反映出反社会性可预测义务论倾向降低 , 

但不能预测功利主义倾向升高, 无论是哲学家还

是普通人, 牺牲性功利主义判断都反映了真正的

道德关怀(Conway et al., 2018)。该方法在目前学

界应用非常广泛, 比如最近仍有研究者使用该方

法发现推理能力和认知风格与功利性偏好存在正

相关而与伤害性关怀则不相关, 从而进一步支持

了道德双加工理论(Patil et al., 2021)。 

但是, 加工分离法在革新经典两难法上并不

彻底, 它只考虑了规范禁止时的两种情境 , 而对

于规范提倡时的情境则缺乏考察。禁止性规范与

提倡性规范是道德规范的两个重要面向(Janoff- 

Bulman et al., 2009), 综合考察才能真正揭示规范

在道德困境决策中的作用。功利主义要求最大化

结果, 在研究中应该对结果的利弊差异进行控制; 

而义务论强调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 在研究中应

该对行为提议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进行控制。因此, 

便形成了 4 种可能的组合情况：(1)行为提议的结

果利大于弊, 但为规范所禁止; (2)行为提议的结

果弊大于利, 且为规范所禁止; (3)行为提议的结

果利大于弊, 且为规范所提倡; (4)行为提议的结

果弊大于利, 但为规范所提倡。 

尽管加工分离法在理论和方法上推进了道德

困境研究, 但其理论框架仍不完善。在规范(禁止

或提倡)与结果(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的 4 种可能

组合中, 只涵盖其中两种, 而缺乏对另外两种组

合情形的考察。这导致两个方法学局限：一是无

法分离出决策者一般性地不接受或者接受行为提

议的倾向。在实际决策行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决

策行为, 它并不关心决策背后的规范或结果, 仅

仅是一般性地对行为提议表示不接受或者接受 , 

这种倾向无法在加工分离法中得到呈现。二是如

同经典两难法将一般性接受倾向与功利主义倾向

相混淆一样, 加工分离法将一般性不接受倾向与

义务论倾向相混淆。在图 1 的决策加工树第二行, 

决策者在一致和不一致情境下均选择不接受行为

提议, 这既可能是受义务论原则的驱动, 也可能

是决策者在一般性不接受行为提议而并不顾及行

为提议是否符合规范或行为结果是否有利。为了

解决这一重要局限, Gawronski 研究团队于 2017

年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项式决策加工树模型发

展出了 CNI 模型法, 既分离出决策受功利主义(或

者结果主义)原则驱动的程度和受义务论(或者规

范主义)原则驱动的程度, 又分离出决策者不顾规

范或结果而一般性不接受/接受倾向的程度。 

4  CNI 模型法 

CNI 模型法在加工分离法基础上, 将功利主

义倾向操作化为对行为结果的敏感性, 将义务论

倾向操作化为对行为规范的敏感性, 并进一步分

离了一般性接受/不接受倾向, 在情境类型上涵盖

了规范(禁止或提倡)与结果(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的 4 种组合。多项式决策加工树模型是 CNI 模型

法的基础, 在实证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领

域中具有广泛应用(Hütter & Klauer, 2016; 刘媛

媛 等, 2019)。CNI 模型法能够同时量化出决策者

的结果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s), 规范

敏感性(Sensitivity to Norms)和(不顾规范与结果

的)一般性不接受或接受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 versus action irrespective of consequences 

and norms), 因此, 该方法被称之为道德决策的 CNI

模型法 , 国内学者也介绍过该方法 (刘媛媛  等 , 

2019; 徐科朋 等, 2020; 曾笑雨, 马燚娜, 2020)。 

CNI 模型法假定决策者在进行道德决策时 , 

遵循序列加工规律, 使用决策加工树模型则可以

将不同的心理加工过程逐层剥离出来, 如图 2 所

示。当受功利主义原则驱动时, 决策者在结果有

利时接受提议而在结果有弊时不接受提议(图 2 第

一行); 如果没有受功利主义原则驱动而受义务论

原则驱动, 决策者便会在规范提倡时接受提议而

在规范禁止时不接受提议(图 2 第二行); 如果既

没有受功利主义原则驱动, 也没有受义务论原则

驱动, 决策者便会选择一般性地不接受(图 2 第三

行)或者接受(图 2 第四行)行为提议。 

在 CNI 模型法中, 决策者在不同条件下的决

策结果所反映出的概率原理与加工分离法类似： 

p (接受|规范禁止, 利大于弊) = 

C + (1 − C) × (1 − N) × (1 − I) (5) 

p (接受|规范禁止, 弊大于利) =  

(1 − C) × (1 − N) × (1 − I) (6) 

p (接受|规范提倡, 利大于弊) = C +  

(1 − C) ×N + (1 − C) × (1 − N) × (1 − I) (7) 

p (接受|规范提倡, 弊大于利) = (1 − C) × 

N + (1 − C) × (1 − N) × (1 − 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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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NI 模型的多项式决策加工树图解, 其中 C 代表结果敏感性, N 代表规范敏感性, I 代表一般性不接受偏好

(Gawronski 等认为一般性接受偏好的反应概率与一般性不接受偏好的反应概率之和为 1, 因此在模型中仅用

一个 I 参数即可表达)。 

资料来源：Gawronski et al. (2017)。 

  

由于在同类情境之下的多个情境故事中, 选

择接受和不接受的概率之和为 1, 因此, 其概率

等式在统计上具有等价意义, 此处只列了在 4 种

组合情境下决策者接受提议的概率等式, 为了简

化表达式, 依次使 p (接受|规范禁止, 利大于弊)

为 p1, p (接受|规范禁止, 弊大于利)为 p2, p (接受|

规范提倡, 利大于弊)为 p3, p (接受|规范提倡, 弊

大于利)为 p4, 下文相同。 

通过 Gawronski 提供的决策加工树工具可以

直接计算出决策者的结果敏感性(C 参数)、规范敏

感性(N 参数)和一般性不接受/接受倾向(I 参数) 

(http://www.bertramgawronski.com/documents/CNI

-Model_Materials.zip), 同时, 也可以对这 3 个参

数在两组数据之间进行比较或者与某个特定值进

行比较。所得到的 C 和 N 参数如果显著大于 0 则

表明决策者有显著的结果和规范敏感性, 如果 I

参数显著大于 0.5 则表明决策者有显著的一般性

不接受倾向, 如果显著小于 0.5 则表明决策者有

显著的一般性接受倾向。 

前已述及, 为了解决经典两难和加工分离法

所存在的局限性, Gawronski 团队发展出了 CNI 模

型法(Gawronski et al., 2017; Gawronski & Beer, 

2017)。这一方法对于解决道德困境研究中的争议

问题具有促进作用。比如, 前人发现情绪对于道

德判断具有重要作用, 但不能确定情绪作用于规

范敏感性还是结果敏感性, 抑或只是作用于一般

性反应倾向, 而使用 CNI 模型法则表明, 启动高

兴情绪可以降低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而没有影

响对结果的敏感性和一般性不接受或接受倾向 ; 

启动悲伤和愤怒则对道德判断没有显著影响

(Gawronski et al., 2018)。前人有研究表明睾丸酮

素增强决策者的功利主义反应倾向, 而使用 CNI

模型法则发现, 外源性类固醇睾丸酮素使决策者

对规范的敏感性增强; 相反, 内源性睾酮在基线

测量时的模式正好相反 , 内源性睾酮水平越高 , 

对道德规范的敏感度越低。研究结果表明, 睾丸

激素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比之前的研究结果更为

复杂(Brannon et al., 2019)。近来, Gawronski 团队

还使用 CNI 模型法进一步探析了道德两难决策中

的 外 语 效 应 (Białek et al., 2019) 、 权 力 效 应

(Gawronski & Brannon, 2020)、政治意识形态与道

德决策之间的关系(Luke & Gawronski, 2021a)、精

神病性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Luke & Gawronski, 

2021b)等。国内学者李中权等则运用该方法探讨

了压力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 (Li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8)。在 CNI 模型法基础上, Hennig

和 Hütter (2020)开发了升级版 proCNI 模型法来重

新审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区别。他们发现

二者的区分是人为的, 人们对这两种原则的敏感

性是相互关联的。这些研究均展现了 CNI 模型这

样的形式化建模方法对于深入探讨道德判断影响

因素的方法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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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模型法在理论构念上全面覆盖了规范(禁

止或提倡)与结果(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的 4 种组

合情况, 在方法论上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特别是

对规范禁止和规范提倡两类情境的综合考察, 对

常人道德世界的刻画更为准确。有学者指出, 常

人的道德是“一种合宜恰适的尺度 , 其行为基准

既不应低于这一尺度也无须高于这一尺度” (甘绍

平, 2017)。这里的尺度, 即是规范禁止与规范提倡

之间的道德空间。尽管 CNI 模型法具有理论构念

上的突破性, 这一方法依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首先, CNI 模型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理论逻

辑先验地假定了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是一种特定的

序列加工过程：决策者首先考虑的是结果, 在不

考虑结果的情况下再考虑规范, 在结果与规范均

不考虑的情况下, 才会表现出一般性的不接受或

者接受倾向。CNI 模型法的构念逻辑是逐层剥离, 

而非平行建构的。而实际上, 决策者完全有可能

是并行加工进行决策, 即存在 3 种可能性：在决

策时同时考虑决策背后的规范以及决策可能导致

的结果, 抑或先考虑决策是否符合规范然后再考

虑决策的结果, 也有可能首先只是形成一般性行

为态度, 然后受到规范或结果原则的修正。因此, 

倘若将图 2 当中各参数的位置互换之后, 其算法

结果的概率模型将完全不同, 下文详述。 

其次, 该方法不能应用于相关或回归研究设

计。CNI 模型法的底层是多项式决策加工树模型, 

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区分前置变量中的多重影响

因素。但是, CNI 模型法是以群体比较而非个体比

较为基础的, 所生成的 C、N、I 参数是表征在群

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的, 因此不能进行相关或回

归分析。 

再次, 受限于多项式加工决策树工具, CNI 模

型法只能比较两组参数之间或者某个参数与参照

值之间的差异性检验, 而不能进行多组数据之间

的比较。因此, 其计算方法的拓展性较为受限。 

CNI 模型法的后两方面局限性已在近日得到

一定程度的解决, Gawronski 团队通过扩展情境数

量和提供个体层面的参数计算方案, 使得 C、N、

I 参数可用于相关、回归和多重比较等个体差异的

研究(Korner et al., 2020)。但是, 其最大局限——

序列加工的前提假设仍然未得到解决, CAN 算法

则对以上局限进行了修正。 

5  CAN 算法 

前已述及, CNI 模型法虽有突破性的贡献, 但

也存在着局限性。特别是在理论构念上, 它假定

决策者首先考虑行为结果, 然后再考虑行为的规

范性, 最后才考虑一般性行为倾向的梯级序列。

这一构念上的基本假设没有依据, 也受到学者们

的批评(Baron & Goodwin, 2020; Liu & Liao, 2021), 

Gawronski 在回应中也承认这一顺序假设可能会

造成参数估计时的偏差, 但否认其对于整体参数

解释具有影响, 认为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条件关

系而非时间上的序列关系(Gawronski et al., 2020)。 

如果序列加工的决策模式对于量化决策者的

各个心理过程没有影响 , 那么 , 决策者除了按

CNI 模型法所假定的结果→规范→一般性不接受/

接受倾向序列进行决策之外, 也可能按规范→结

果→一般性不接受/接受倾向, 或者一般性不接受

/接受倾向→受规范修正→受结果修正, 或者一般

性不接受 /接受倾向→受结果修正→受规范修正

等序列加工思路进行决策。试以规范→结果→一

般性不接受/接受倾向这一序列为例(图 3)。 

相应地, 决策者在各类情境下的决策反应概

率为： 

p1 = (1 − N) × C + (1 − N) × (1 − C) × (1 − I) (9) 

p2 = (1 − N) × (1 − C) × (1 − I) (10) 

p3 = N + (1 − N) × C + (1 − N) ×  

(1 − C) × (1 − I) (11) 

p4 = N + (1 − N) × (1 − C) × (1 − I) (12) 

倘若决策加工序列对其决策倾向的估计是没

有影响的, 那么, 等式(5)~(8)与等式(9)~(12)在统

计上应当是分别等价对应的。然而, 稍加换算便

可发现这种情形在统计上成立的可能性极小, 比

如将图 2 模型的概率等式中 N 参数经换算后得到

N = ( − p1 − p2 + p3 + p4)/(2 − p1 + p2 − p3 + p4); 

而将图 3 模型的概率等式中 N 参数经换算后得到

N = ( − p1 − p2 + p3 + p4)/2。如果 CNI 模型中的

参数位置关系并不会影响概率估计结果的话, 这

两个 N 参数应当相等。如此, 则会换算出 p2 − p1 

= p3 − p4, 这在经验统计上成立的概率极小。

Gawronski 等(2017)在脚注 7 里报告称, 当 C 和 N

的位置互换之后, 可以重复出他们研究的效应结

果, 但对于部分差异边缘显著的结果就会变得显

著 , 因此 , 他们未对此更进一步分析 , 也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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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规范→结果→一般性不接受/接受倾向下的决策加工树模型 

资料来源：Liu & Liao (2021)。 

 

为何会出现统计变得更显著的原因。但是, 这恰

恰也说明 C 和 N 的位置对于最终的参数估计结果

存在影响, 只是这种影响恰好符合作者的假设便

未得到进一步辨析。 

此外, Gawronski 等(2017)认为一般性行为反

应倾向只能在模型的最低层级, 因为他们的反应

概率之和为 1, 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反应倾向。这一

先验假设也未必成立。决策者完全可能首先拥有

一般性接受或不接受反应倾向, 而后受到规范或

结果原则的修正而改变了原来的反应倾向, 即在

图 2 和图 3 当中 C, N, I 三个参数之间的位置关系

在逻辑上是不确定和可以互换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决策者的决策模式如

果是序列加工形态的话, 应当存在着多种决策模

式, 而 CNI 的模型算法显然只是针对其中一种。

此外, 决策者更加可能会同时对规范与结果进行

权衡, 才会出现冲突性的两难。如果决策者只是

序列性地选择其中某一条决策路径, 则在实际决

策时不会出现规范与结果相冲突的情形。因此 , 

在存在潜在两难的问题中, 决策加工过程更可能

是并行而非序列加工形态, Liu 和 Liao (2021)则对

此进行了深入辨析。 

为了解决上述局限性, 研究者在 CNI 模型法

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CAN 算法。比如在 CNI 模型

的情境结构中, 在 4 种组合情况下均有 6 个情境

故事, 因此, 从经验概率上可以计算出每种组合

情况下个体在 6 个情境故事中选择接受行为提议

的概率。结合这 4 个概率数据, 综合考虑决策者

可能进行并行加工的决策特点 , 也可以合成与

CNI 模型类似的 3 个维度指标。为了与 CNI 模型

法进行区分并方便记忆, 称之为 CAN 算法(Liu & 

Liao, 2021)： 

结果敏感性指标 C (Consequence sensitivity, 

C) = 1/2(p1 − p2 + p3 − p4);  

规范敏感性指标 N (Norm sensitivity, N) = 

1/2(p3 − p1 + p4 − p2);  

总体接受 /不接受指标 A (overall Action/ 

Inaction preference, A) = 1/4(p1 + p2 + p3 + p4)。 

这种合成方法常见于文献当中, 比如 Talhelm

等 (2014)计算忠诚 /裙带关系 (loyalty/nepotism)指

标时, 用参与者奖励朋友的数量减去惩罚朋友的

数量。这与 CAN 算法使用规范提倡时对行为提议

的赞成概率减去规范禁止时对行为提议的赞成概

率来表示规范驱动指标, 以及使用结果利大于弊

时对行为提议的接受概率减去结果弊大于利时对

行为提议的接受概率来表示结果驱动指标, 在原

理上是相通的。 

CAN 算法从并行加工角度假定决策者同时

考虑到规范与结果两个方面, 并且受二者交互影

响。如果规范对决策者具有正面影响, 那么, 无论

结果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时, 规范提倡情况下

决策者对行为提议的接受概率应当显著大于规范

禁止时的接受概率, 二者之差即可代表规范的敏

感程度。当利大于弊时, 规范的敏感程度可以用

p3 − p1 来表示, 当弊大于利时, 规范的敏感程度

可以用 p4 − p2 来表示。那么, 对规范的整体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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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就可以用二者的平均数来表示, 即 1/2(p3 − 

p1 + p4 − p2)。同理, 如果结果对决策者具有正面

影响 , 那么 , 无论规范提倡或者禁止时 , 结果利

大于弊的情况下决策者对行为提议的接受概率应

当显著大于弊大于利时的接受概率, 二者之差即

可代表结果的敏感程度。当规范禁止时, 结果的

敏感程度可以用 p1 − p2 来表示, 当规范提倡时, 

结果的敏感程度可以用 p3 − p4 来表示。那么结果

的整体敏感程度也就可以用二者的平均数来表示, 

即 1/2(p1 − p2 + p3 − p4)。而作为整体反应倾向指

标而言, 所有情形下的平均接受概率则可以反映

决策者的整体偏好性, 即 1/4(p1 + p2 + p3 + p4)。 

例如, 假设在规范与结果的 4 种组合情境下, 

个体选择接受行为提议的概率分别为 p1 = 0.6, 

p2 = 0.1, p3 = 0.9, p4 = 0.5。那么, 其规范敏感度

1/2(p3 − p1 + p4 − p2) = 0.35; 其结果敏感性

1/2(p1 − p2 + p3 − p4) = 0.45; 其整体偏好性

1/4(p1 + p2 + p3 + p4) = 0.525。同理, 即可计算出

每一个个体在这 3 个指标上的值, 然后进行统计

检验。 

在 CAN 算法的指标解读上, C 指标如果在统

计上显著大于 0, 这说明与行为提议造成结果弊

大于利的情况相比, 决策者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

对提议的接受概率更高, 因此受到显著的功利主

义(或者结果主义)原则驱动; 如果显著小于 0, 说

明决策者受到显著的反功利主义(或者反结果主

义)原则驱动; 如果与 0 无显著差异, 说明决策未

受到功利主义原则的驱动。同理, N 指标如果显著

大于 0, 说明决策者受到显著的义务论(或者规范

主义)原则驱动; 如果显著小于 0, 说明决策者受

到显著的反义务论 (或者反规范主义 )原则驱动 ; 

如果与 0 无显著差异, 说明决策者未受到义务论

原则的驱动。对于 A 指标, 如果显著大于 0.5, 说

明其具有总体接受倾向相比于不接受倾向的优势; 

如果显著小于 0.5, 说明其具有总体不接受倾向相

比于接受倾向的优势; 如果与 0.5 无显著差异时

有两种情况：(1)如果 C 指标和 N 指标同时与 0 也

无显著差异, 说明决策者只是完全随机作答; (2)

如果至少 C 和 N 指标其中之一与 0 有显著差异, 

说明决策者总体接受与不接受倾向强度相当, 但

也受到了功利主义或义务论原则的影响。 

CAN 算法是建立在 CNI 模型法基础上的, 全

面汲取了 CNI 模型法的理论构念优势, 但二者在

5 个方面存在差异：第一, CNI 模型法假定决策者

在进行道德决策时是基于先结果后规范再一般性

不接受/接受偏好的序列加工模式, 而 CAN 算法

则没有这样的先验假设, 而使用一个常见的参数

计算中的代数算法, 将规范与结果的作用同等看

待, 取其平均。第二, CNI 模型法最初的版本导出

的参数是在群体层面的, 因此不能用于相关或回

归设计, 参数也只能在两组之间比较或者与某一

特定值进行比较, 而 CAN 算法所得到的参数是在

个体层面的, 既可以用于相关或回归设计, 也可

以在多组之间进行比较。第三, CNI 模型法中 I 参

数与 CAN 算法中的 A 参数在统计上的解释方向

是相反的, 前者数值越大代表一般性不接受倾向

越强, 后者数值越大代表总体接受倾向越强。第

四, CNI 模型中的 I 参数是以序列加工为假设前提, 

在剥离结果和规范的作用之后, 代表决策者一般

性不接受/接受倾向的程度, 而 CAN 算法中的 A

参数是综合考虑结果或规范作用在内, 代表决策

者总体上接受/不接受倾向的程度, 其内涵是不同

的。第五, CNI 模型法依赖于二元反应模式, 个体

必须对行为提议做二元反应, 要么接受要么不接

受, 而 CAN 算法无此要求, 也可用于连续性评分

设计, 决策者通过对行为提议的接受或不接受程

度进行评分也可以实现相应的参数计算。综合起

来, 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 在实际研究中可以

综合运用, 相互参照, 特别是 CAN 算法, 已在道

德决策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Liu & Liao, 

2021; 刘传军, 廖江群, 印刷中)。 

在研究应用中, CAN 算法的局限性也应当受

到重视。首先是测量误差问题, 当运用 CAN 算法

的指标与其他心理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时, 可能会

因为存在测量误差导致相关显著或不显著。目前

CAN 算法还没有统计指标来显示这种测量误差

的程度以及校正方法, 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探索。

其次, 与 CNI 模型法一样, CAN 算法也只有 6 个

情境共 24 个试次, 而观察数偏少可能存在一定测

量变异。该局限可以通过增加情境试次数量或进

行分时段多次重复测量来平衡这种变异。 

6  讨论与展望 

道德困境研究是社会困境研究中的典型代表, 

其研究方法对于其他社会困境研究具有参考性和

可迁移性。纵览道德困境研究的 4 种实证方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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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两难法和加工分离法, 到 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 在理论构念上是向下兼容的, 越往后的方

法涵盖了之前方法的理论构念。特别是 CNI 模型

法和 CAN 算法, 实现了对规范(禁止或提倡)与结

果(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的全组合情境的通盘考

察, 在未来的道德决策研究当中应该重点加以应

用, 在其他社会困境研究中也可以迁移使用。 

CNI模型法和 CAN算法对于以往悬而未决的

许多争议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首先, 以往研

究中所发现的精神病性与功利主义反应的正相关

关系, 可能只是因为精神病性与一般性或总体不

接受/接受倾向存在相关, 而与结果敏感性未必存

在着关联, 这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其次, 前

人研究表明厌恶感会使道德判断更为严厉(Haidt 

et al., 1997; Rozin et al., 1999; Wagemans et al., 

2018), 但近期研究表明并无此效应(Johnson et al., 

2016)。这可能是由于使用经典道德两难法的方法

学缺陷所致, 可使用 CNI 模型和 CAN 算法来进一

步检验。此外, 情绪性厌恶唤醒究竟是强化了个

体的规范敏感性, 还是只是增强了其一般性或总

体不接受倾向, 也可以通过本文中的后两种方法

得到解答。再次, 个体认知的双加工状态与功利

主义/义务论倾向之间是否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也

需要重新检验, 有学者提出存在直觉功利主义的

可能(Bago & de Neys, 2019a, 2019b), 这也可以使

用后两种方法来进行检验。更进一步, 有学者使

用 CNI 模型的变体来考察规范/结果敏感性与义

务论/功利主义的对应关系, 发现代表规范的参数

对结果也很敏感, 由此得出, 除非期望规范产生

切实的结果, 否则它们不会指导道德判断, 这表

明规范和结果(或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作为道德判

断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分裂是人为的 (Hennig & 

Hütter, 2020)。实际上这也就是 CAN 算法当中, 存

在着规范敏感性与结果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其他

的许多研究争议也可以在 CNI 模型法和 CAN 算

法的视域下得到更深入解答。 

CNI模型法和 CAN算法还具有非常强大的理

论和方法拓展性。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

思路, 并不仅仅只能用于道德困境的研究 , 也可

以应用于其他具有潜在冲突性的研究议题上, 试

举 3 例。在确定行为的道德可责性上一直存在着

意图与后果的争议, 意图论者认为行为的道德可

责性在于其意图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而后果论者

认为行为的道德可责性在于其后果是否存在伤害

或妨碍性。那么, 对于确定行为的道德可责性, 意

图与后果便形成潜在的冲突, 可能存在故意而有

害、故意而无害、非故意而有害和非故意而无害

等情境组合, 研究者可以结合 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的理论构念对此进行研究。近期有学者在研

究对伤害的情绪反应时, 也推荐了这种方法学思

路(Reynolds & Conway, 2018)。同理, 在个人道德

偏好上, 公义与私利也常常形成潜在冲突, 出现

益公益私、益公害私、害公益私和害公害私等情

境组合 , 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进行剖

析。又如, 在消费心理学研究当中, 人们对目标商

品的评价可能受到在时空上接近的其他非目标商

品的情感效价的影响, 进而影响其消费决策。在

这种评价性条件效应当中可能存在着可控和不可

控的认知加工成分, 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思

路进行深入探讨(Hütter et al., 2018)。再如, 员工

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mphress et al., 2010), 具

有亲组织性和不道德性的冲突性成分, 导致员工

既会感受到骄傲也会感受到内疚的情绪(Tang et 

al., 2020)。这也可以使用本文中的研究方法来对

其亲组织性心理成分和不道德性心理成分进行独

立测量。因此, 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 既可应

用于探讨道德困境研究中除规范与结果冲突以外

的其他冲突成分(Everett & Kahane, 2020), 也可

迁移应用于其他领域 , 只要具有潜在冲突性的

研究议题都可以考虑使用与之类似的方法来进

行探讨。 

综上, 道德困境研究走过了经典两难法、加

工分离法、CNI 模型法和 CAN 算法 4 种方法学范

式的沿革, 在理论构念上从单类型冲突情境, 向

规范(禁止或提倡)与结果(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的 4 种全组合析因情境发展。特别是 CNI 模型法

和 CAN 算法, 对于解决以往研究中的许多争议提

供了方法学思路。并且, 这种思路框架并不局限

于道德困境研究, 也为其他具有潜在冲突性的社

会困境和其他议题提供了方法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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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paradigms and their theoretical values  
in moral dilemma research 

LIU Chuanjun1,2,3, LIAO Jiangqun3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dure of moral dilemma research 

paradigms. Specifically, we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the four 

empirical paradigms: classical dilemma paradigm, process dissociation paradigm; CNI (Consequences, 

Norms, and generalized Inaction/action preferences) model and CAN (Consequences sensitivity, overall 

Action/inaction preferences and Norms sensitivity) algorithm. The later paradigms resolv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ormer. The process dissociation paradigm overcame the limitations of classical moral dilemma 

paradigm, such as the pure process hypothesis. The CNI model further dissociated multipl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moral dilemma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process dissociation paradigm. CAN algorithm 

addressed the improper presuppose of sequential process in the CNI model. Future researchers can apply the 

newest method to solve the controversies in empirical findings and reinspect the existing moral theories. 

They can apply relevant methods to explore other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research issues. To summarize,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moral dilemmas and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moral dilemma, process dissociation, CNI model, CAN algorithm, mora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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